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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病”:基本“症状”与治理思路

刘传江

(一)

“农村病”是一个与“城市病”相对应的概念, 它

是对农村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病态的集中概

括。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伴随着改革而

产生的“农村病”是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及乡镇企业、小城镇有了一定发展后, 农业现代

化、农村城镇化滞后于农村工业化、非农化, 农村劳

动力和其他农村经济要素的流动受到制度或政策性

力量阻碍,大量剩余劳动力和业已从农业中转移出

来的劳动力仍然滞留于农村而引发的社会经济问

题。简单地说,我国当前的“农村病”的症状集中表现

为五个方面: 农业副业化、农村工业乡土化、离农人

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农村生态环境恶

化。

11农业副业化。1985 年以后,我国农业劳动生

产率和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减缓。近 10 年来,农

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基本停滞,甚至出现局部的倒退。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 农业在经历了 80年代前期几年

高速发展后出现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民对农业

的兴趣较之农村改革初期明显降低, 以农为本的传

统行为观念正在向农业副业化模式转变。产生这种

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家庭承包制在释放出这种制

度推行初期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力后对农业持续

发展的约束力日益显示出来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

初, 自下而上的农村家庭承包制以“均田分包、好坏

搭配”、“户户包田、人人种地”为基本特征,这就将地

块规模本来就较小的耕地分割得空前畸形零碎和超

小型化,户均经营规模亦因紧张的人地关系而十分

细小。 1985 年初, 有关部门对全国 28 个省市区

36667 家农户的调查表明土地零碎现象十分突出,

36667 家农户平均承包耕地 8135亩,每户承包耕地

9173 块, 平均每块面积只有 0186 亩; ①1988 年湖北

省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 5119亩,平均地块规模约

016亩; ②河北省经营 10 亩以下耕地的农户,平均每

户经营耕地分为 914块,平均每块仅 0149亩。③随着

人口迅速增长和农村家庭日益核心化, 农地细碎化

趋势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经营负荷越来

越小,势必将主要劳动力、劳动时间和资金投入比较

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与此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非农化尚无足够的宽松环境,人口乡城迁移“门

槛”和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多数农民不愿意放弃作为

生存之本的小块土地的经营权; 而另一方面,一些农

业专业户因为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国家实行低价

硬性合同定购,再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也不

愿意多承包土地。农民在这种“家家有其田”格局下

的理性行为必然是农业“户户小而兼 (业)”, 于是许

多地区农地耕作主体是“386199 部队 (妇女、儿童、老

人 )”,耕作时间是“工业三班倒、农业早中晚”的“八

小时以外农业”,耕作方式是兼业化的粗放式经营。

在农业经营规划管理方面,品种无法布局,农田基本

建设无法配套,农业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先进技术

难以推广。可见,均分土地的家庭承包既将大量农业

剩余劳动力推向非农产业,同时又阻滞了农业的规

模经营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在农村现有

狭小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相当一部分转向本地乡

镇企业的农民为了“进有致富之路,退有养身之本”,

·75·



满足于“粮食够吃就行”,只种“口粮”田、应付田, 不

肯在土地上下功夫和增加物化劳动投入, 造成了农

业粗放兼业经营甚至出现农田抛荒现象, 浪费了宝

贵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一部分种田能手又由于土

地规模过于狭小, 生产成本高, 丧失了种田的积极

性。这种农业副业化的兼业趋势不仅使农业自身的

发展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

非农产业的发展难以走上正轨。

21农村工业乡土化。农村工业乡土化特征主要
体现为农村工业企业布局分散化、规模细小化、人际

关系亲缘化、经营管理封闭化、决策主体附属化。中

国农村工业的最初形式社队企业就是以为农业服务

而获得自己最初生存的合法性的。早期关于社队企

业的“三就地 (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原则

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80年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化

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基本框架下进行。与

此相应,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在 340 多万村庄

里进行着的农村工业化被形象地描述为“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极度分散化的农村工业布局必然导致超

小型的经营规模。1993 年我国有乡镇企业 2321 万

家,近 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这 2321 万家企

业共有职工 11278 万人,固定资产原值 6439 亿元,

创造产值 29022 16 亿元, 平均每家企业拥有职工

4186 人, 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2177 万元, 创造产值

1215 万元, ④分别仅相当于同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

职工规模、平均固定资产净值和平均产值的 0180%、

1178%和 0141%。⑤“乡办企业在乡、村办企业在村”

的分散型农村工业由于其最初投资一般来源于乡村

农业集体提留,因此,企业的人际关系具有极强的地

缘性和血缘性,社区政府是管理集体企业的实体,起

着类似于控股公司的作用,拥有企业的人事权、生产

投资权和经营管理权。企业职工主要是来自本社区

的农民,外来劳动力极少。企业的经营资金主要来自

社区政府或社区集体经济,外来资金极少或根本没

有,人、财、物、产、供、销基本上是社区内临近地区小

范围的封闭运行。以联户或个体形式出现的合作企

业较之社区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没有

摆脱血缘关系的束缚, 人、财、物基本上来自于家庭

内部,企业生产经营用房与家庭生活用房成为统一

体,联户企业产权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或产权关系

模糊。应当承认,农村工业的上述乡土化特征在发展

初期有其客观可行性,如在乡村原籍办厂启动成本

低,开办费少,有利于就地利用资源和吸收劳动力,

同时还便于工农兼顾。然而,随着这种乡土化农村工

业的发展和蔓延,势必产生下列弊端而影响农村工

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健康与持续发展: 第一,分散

性的乡镇企业缺乏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支

持,不能获得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单位产值的能源

和原材料消耗高,交通运输、商品流通成本和经营成

本高; 第二,乡镇企业分散布局,重复建厂,既浪费经

济资源,也不利于分工、分业与合作, 不利于新技术

的吸收和扩散; 第三,乡村社区政府集乡镇集体企业

的行政管理权、财产所有权、经营决策权于一身的现

象普遍存在,使得乡镇企业在职工录用、工资发放、

利润分配、投资追加等方面受制于社区政府。这种与

社区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不少地区已经产生了类

似于旧体制下国营企业的一些弊端, 成为了丧失活

力的“二国营”,同时,乡镇企业与社区政府的政企不

分还是一些乡镇干部产生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温

床; 第四,散布于乡间的乡镇企业因其地缘性、封闭

性和对社区政府的依附性,使得生产要素流动困难,

不利于它们向城镇集中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从

而不利于企业成长壮大和开拓外地市场; 第五,乡镇

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非市场供给, 造成职工素质普遍

低下,阻碍了企业技术进步,延缓了农村产业结构的

合理调整; 第六,本乡本土的劳动力加上分散于乡间

的乡镇企业不易彻底割断乡镇企业职工与土地的联

系,极易造成农村兼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受阻,同时

也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和农村非农产业的

专业化发展; 第七,由于农村地价低于城镇, 因而同

等规模企业在农村的征地需求明显大于在城镇开办

的征地需求,从而容易造成土地的不经济利用。同

时,单位工业产值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远比城镇严重,

而且难以集中治理。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作进一步

说明。

31离农人口“两栖化”。在农村非农化浪潮中,农

村地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已经进入城镇务工经商,

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但是,由于这种转移没有纳入正

式渠道,是一种暂时性的转移,户口常住地依旧在原

籍,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既非农民, 又非市民的“两栖

性”游离阶层。这种离农人口的“两栖性”和不稳定性

决定了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就会出现逆向转移。这一

阶层的出现对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

发展城镇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同时也引起了多方面的不可忽视的弊端: 其一,“两

栖”人口因其对土地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不愿意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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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而将其视为一种职业保障或发生不测风云时

的退守阵地; 另一方面,在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利益

反差极大的条件下,他们又不愿意在农业上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资金,依旧实行粗放经营; 其二“两栖”人

口对于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怀有不稳定心理, 没有长

期规划,也不愿意进行大规模投资。他们虽然增加了

许多收入,但不愿意把这些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而

是将钱用于生活消费上。这种状况不利于经济发展;

其三,“两栖”人口的不稳定状况使他们在经营中具

有短期行为,甚至只追求利润, 不求质量和信誉; 其

四,“两栖”人口所处的户口所在地和流入地“两不

管”状况使得他们很难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不利

于城镇社会秩序的稳定; ⑥其五, 不少“两栖”人口在

农村和城镇占有双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 从宏

观上和微观上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同时他们却并

不因为拥有双份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得到较高的经

济效益和消费效用。

41小城镇发展无序化。一些经济、自然条件优越
的乡村,工商业等非农产业相对发达,农村劳动力也

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活动。尽管由于前面提到过的原

因使他们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 却并不能阻止他

们对城镇生活的向往,而是极力将自己居住的乡村

发展为小城镇或小集镇。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村村

盖楼、乡乡建镇”的遍地开花、首尾相连的农村城镇

化发展格局。缺乏统一规划的分散城镇化所产生的

后果应当引起后发展地区农村及有关政府部门的高

度重视: 第一,小而全的集镇基础设施投资大, 利用

效率低,规模不经济; 第二,占用耕地面积多,破坏了

农村生态环境; 第三,工业厂区、商业服务区、居民生

活区布局混乱,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生活; 第四,

小城镇、集镇布局过密, 规模过小, 非农业人口比重

低,难以有效担当起现代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发展

载体的功能和发挥城市规模效益; 第五,使农村非农

产业发展进一步社区化、乡土化和封闭化而难以扩

大规模,提高档次,走向开放的竞争市场; 第六,处处

铺摊、规模过小而又封闭色彩浓厚的小集镇只是传

统农村村落的变种,现代城市文明难以得到传播和

普及。

51农村生态环境恶化。集中于城市的工业对环
境的污染一般是点污染,比较容易集中治理,而分散

化、乡土化的农村工业粗放式经营所造成的工业污

水、污汽和废料大多采用直接排放,导致了整个农村

的面污染,不便于集中治理,不仅影响了农村居民的

生活,同时还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与

城市工业相比,分散的农村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严重影响在如下方面更为突出: 第一,所占比重较大

的污染性行业如造纸、化工、冶炼、采掘、制革、漂染、

电镀企业的废水排污量超过内河水系的自净能力,

使水质下降, 污染农田土壤, 并使鱼类稀少以至绝

迹; 第二,自然资源开发型企业的过度发展, 使一些

矿体、岩石、森林和植被被滥采乱挖, 自然环境被破

坏,资源消耗过快。在沿海地区,过量的捕捞船和网

眼过细的捕捞渔具使渔业资源濒于枯竭; 第三,遍地

开花的乡镇企业、千家万户的建房热、星罗棋布的小

集镇的厂区、宅基地和公共设施占地明显大于同等

规模的城市建设用地,成为侵吞农村耕地的三只“恶

虎”。

(二)

“农村病”的出现, 从表现上似乎是农村乡镇企

业和小城镇发展的结果,其实,其产生的根源并不在

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本身, 而在于农村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不足, 未能彻底地突破

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和二元经济体制。政府一方面提

倡更多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又限制和

剥夺这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成为市民的权利。

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病”的治理涉及两个层

次的问题: 微观上解决农业耕地和农村企业不合理

的空间配置问题,引导零碎的家庭土地向规模经营

的专业户或农场集中,引导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区域

城镇集中,以获得规模效益和外部经济; 宏观上实现

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的适度分离, 农村工业化和农

村城镇化的有效结合。鉴于我国“农村病”的现状和

产生根源,治理该病的基本思路是实现农业规模经

营与农村非农化、农村非农化与农村城镇化、农村城

镇化与城镇体制建设三个适度同步发展。

11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村非农化同步发展
我国农村非农化的基本推力来自于耕地资源随

着人口快速增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而愈来

愈趋稀缺,农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日益下降,从而迫

使农民寻求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农村非农化的拉

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比较收益高的吸引

力。这种拉力的大小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村产

业结构的调整。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不是因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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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推力和拉力,而在于推力和拉力因为制度因素

的影响而未能形成合力。这主要表现在农村非农化

的发展未能引起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大批农村劳动力

离开乡土,兼业化的非农化使得农户在农村非农产

业获得发展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小块的承包地, 从而

导致了农业的副业化和农村工业的乡土化。

从国际经验看, 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地关

系如何,其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持

续发展的农村非农化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力量的推

动,而农村工业或非农产业的持续发展又必须从根

本上改变传统小农经济的格局, 通过农业规模经营

为农村工业或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劳动、资本、外

汇、粮食和市场贡献。发达国家人地关系可分为三种

类型: (1)地广人稀型。如加拿大、美国,80 年代人均

拥有耕地 2714 亩和 1213 亩,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4155亩)。这类国家农业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农场

的粗放经营,如加拿大 1981 年平均农场规模达 219

公顷,草原三省更达 360 公顷; ⑦美国 1994 年平均农

场规模达 193145公顷; ⑧ (2)人地关系中间型。如法

国、瑞典和丹麦,人均拥有耕地分别为 418亩、514亩

和 717 亩,80 年代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依次为 24 公

顷、26公顷、26公顷; (3)人多地少型。如日本、荷兰、

英国、德国和比利时, 人均拥有耕地依次为 015 亩、

0173 亩、118亩、118亩和 2亩,80 年代平均农场 (农

户)种植规模分别为 1119 公顷、1516公顷、41 公顷、

16 公顷和 1514 公顷。⑨除了日本, 其他各国经营规

模明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大于中国的平均规模, 即

使在人均耕地只及中国 1ö3 左右、发达国家中农业

经营规模极小的日本,其平均规模也相当于中国规

模的 2～ 3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后两种类型国家

由于其人地关系相对紧张,而且多数国家在现代化

进行初期,以分散的小农经营为主,它们之所以能够

实现规模经营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鼓励

农场或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立法和经济政策。βκ

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耕地集体所有制,经

营权和所有权业已通过承包分离的现实, 政府应当

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运用经济手段鼓励和调节耕地

经营权的流动与适当集中。在中国,无论是理论上还

是实践上鼓励农业规模经营不可一刀切, 而至少可

以通过三种形式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 第一,通过耕

地经营权的转让或折资入股扩大农业经营企业 (包

括农户)经营规模。吸引产业资本介入农业,鼓励农

户将他们承包的少量耕地转让或折算成股份加入多

户入股后形成的农场,部分农民以农业工人的身份

成为新组建的农场的职工,更多的农民可以在获得

入股农场的耕地经营权收益的同时, 进入城镇务工

经商; 第二,通过横向联合, 强化农村社会化服务体

系实现农业的联合规模。农业企业及农户之间在生

产和流通的某些方面的分工协作可以形成联合规

模,如土地联片统一耕种、联合使用农机具、统一播

种育苗、统一灌溉、统一防治病虫害、联合购买生产

资料和销售农产品等等。联合经营可以是经济实体

之间的联合,也可以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企业专

业经营,即一些企业或农户专门从事某一环节的经

营,为其他企业和农户提供服务; 第三, 政府农业部

门成立非盈利性的农地管理公司, 通过市场行为收

购并合并、整治过度细碎的小块耕地, 扩大地块规

模,然后以规模经营为前提条件出售给农场,同时对

转让出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 或

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21实现农村非农化与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 西方国家的非农化一般经历了

“分散—集中—再分散”的发展轨迹,与此相应,城镇

化也呈现“缓慢起步—快速增长—减速、停滞或负增

长”的趋势,即西方国家的原始工业是在农村分散进

行的,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 以大机器广泛使用为标

志的近现代工业化带来了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镇的

集中,从而使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在后工业化

时期,由于经济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第三产业取代

第二产业成为城镇化的主动力, 第二产业的发展因

随着交通和通讯业的高度发达和人们对生活环境质

量的追求而出现了向郊外转移的趋势, 从而导致了

城镇化的减速、停滞甚至局部的负增长。发展中国家

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巨大的推力和城市

巨大的拉力的同时作用在许多国家曾出现了“没有

工业化的城镇化”的“过度城镇化”现象。中国通过推

行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过

度城镇化”而带来的“城市病”。然而,中国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初次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城镇化现象在

80 年代“非城镇化的工业化”思想指导下,使城镇化

进一步滞后于非农化或工业化, 同时由于中国的交

通、运输、通讯等基础产业和信息等现代产业发展严

重腿短,不具备发达国家工业出现分散化趋势的社

会经济条件,因而引发了上述“农村病”。

借鉴经验,立足现实,我们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

实现合理有效转移的基本背境是: 从非农产业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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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如集聚效益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看,数以亿计的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能离开城市而星罗棋布式地在

农村就地转移; 从现有城市的吸纳能力看,又不可能

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涌入现有城市。于是,解

决这一两难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寻求合理的新“载

体”——适度集中的农村城镇。

实现农村非农化与农村城镇化同步这一发展格

局面临着两大棘手的问题: 第一,农村城镇化资金的

来源; 第二,在什么条件下, 乡村社区政府才放弃对

本土本籍乡镇企业的控制权而让它们向城镇集中。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1)在统一规划

的基础上,实行城镇土地的有偿使用,开办房地产市

场,将征收的土地税和房产税作为农村城镇化的财

力支柱; (2)改变把城镇基础设施当作福利设施, 只

投入不回收的传统模式,通过基础设施的有偿共享

回收和积累资金, 滚动投入,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 或是实行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挂钩及其他优惠

措施,吸引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和乡镇企业进城投资

建城; (3)对进城经商办厂的农民, 收取一定的城市

建设配套费,即可享有城镇基础设施使用权。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不让乡村社区丧失

其对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的前提下, 改变乡镇企业政

企不分的社区所有制。乡村社区政府控制本地乡镇

企业的基本动机是通过这种控制以确保这些企业为

当地居民服务,并从利润中拿出合理的一部分使当

地居民受益。除非农村社区政府确信他们仍将从乡

镇企业中获得利润,方才允许这些企业迁出其管辖

范围。否则,他们会竭力阻止和反对社区政府与企业

所有权的分离。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建立乡镇

企业资产评估公司对各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

经营效益进行市场评估,并招标组建资产经营公司,

或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从

而使乡镇企业产权突破地缘性和封闭性约束, 在更

大空间范围内流动和重组。公司或对乡村社区政府

承担依法纳税和固定资产保值增殖的责任, 或保证

乡村社区政府合理的产权收益; 资产的增殖收益部

分作为公司财产,社区政府不干预公司的投资、人事

和经营决策。

31实现农村城镇化与城镇建设体制同步发展
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需要非农产业的推动和宏观

体制的引导,因此,要实现上述同步发展, 需要在农

村城镇化和城镇建设体制创新两方面同时取得突

破: 一方面,在农村非农化进程中放弃就地转移的模

式,让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非农产业向城镇集

中;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新的城镇发展机

制。前一问题已在上文中讨论过,后一问题的关键是

让进入城镇的农民既保留不被国家旧有城镇福利制

度包下来的身份,又能获得正式的稳定的城镇居民

身份。这就要求推进城镇建设体制和二元户籍管理

制度的创新: (1)对于“农民城”或农民进入城镇, 政

府部门只进行统一规划和实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措施,让各种乡镇企业法人实体、农村家庭和其他经

济实体自建 (买、租)住房, 自建或租用生产设施, 公

共基础设施采取集资共建或投资者受益方式建设;

(2)改变集居民社会地位、社区权利、利益分配、流动

限制、生活保障、人口统计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城镇

户籍管理制度,放开农村—城镇户口迁移限制,打开

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入农村城镇 (包括县城)务工经

商或修房建厂, 在农民自理口粮、自谋职业、自建

(买、租)住房、共同分担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前

提下, 获得城镇居民身份, 在申请工商车辆驾驶证

照、经营摊位和子女入托就学等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与此同时,从宏观政策上改变城乡分割、农村城镇化

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脱节的状态, 以增强农村城镇

化过程中国家宏观产业引导所产生的动力刺激, 避

免作为农村工业载体的农村城镇的盲目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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